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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瓷器产生的社会环境及组织形态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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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西夏瓷器作为西夏时期遗存的典型手工技艺的代表，研究和探讨其产生的社会环境和组

织形态，对于全面了解西夏的历史具有积极意义。 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和考古资料发现，西夏丰富的制

瓷原料、便利的交通和外地技术人员的迁入是西夏瓷器产生的重要条件，西夏瓷器的生产借鉴了中原

及相邻地区的生产工艺，瓷器的类型和标识等反映出西夏瓷器的生产具有比较规范的行业组织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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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传统研究视角对瓷器的相关研究，大多

倾向于从瓷器的制作工艺、纹样装饰及其文化内

涵等层面来考量瓷器作为工艺形态的内涵渊源。

以个体或者单向的维度来理解瓷器在生产和流

布过程中附带的审美意义和文化传播，并不能完

整地还原一个瓷器在当时社会生产、生活中的重

要意义，须从单纯的形式维度扩展至人口、经济、

文化、交流等层面，将瓷器作为一个文化整体进

行解构，才能将其中所包含的社会性更加真实地

显现出来。 正如方李莉在《景德镇民窑》中谈到

的：“旧史学孤立地强调上层阶级的意识形态、

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即我们现在所说的政治

史，新一代历史学家则不然，他们还注意到其他

的科学门类———地理学、经济学、人口统计学、社

会学、人类学、语言学和心理学等，从中获得启迪

和灵感……包括气候时令、科学技术、人口变迁、

日常生活和物质文化等等。” ［１］

从作为瓷器文化整体的社会现象来考量和

研究瓷器生产的全过程，能更加详尽地了解瓷器

发生、交流及使用的全部驱动力。 将西夏瓷器置

于整个社会大背景下，探究瓷器制作所依存的交

通、人口、贸易、矿产等因素及其对西夏瓷器产

生、发展的影响，对于全面了解西夏历史具有积

极意义。

１　 西夏瓷器产生的社会环境

瓷器制造业的发展和其所处的外部条件有

着密切的关系，考察一个地区的瓷器生产制作，

首先要考察该地区是否具备瓷器生产所需要的

客观基础条件。 西夏尽管地处较为偏远的西北

内陆，但发达的交通和丰富的制瓷原料为西夏的

制瓷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１．１　 交通

丝绸之路出新疆地区分南、中、北三条道路，

但丝绸之路从长安出发在宁夏境内也分出了南

道和北道两条运输线路。 其中，南道起于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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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天水，过临洮、河州、永靖、西宁、扁都口到张掖

城，会经过西夏重要的统治区域———河西地带。

而北道则是直接穿过西夏故地的腹地，连通长安

与武威和张掖，所不同的是，北道之中又分出了

南北两条线路。

南线路从长安出发，经固原、海原、靖远、景

泰、武威到张掖，需要翻越高山大川，道路十分险

峻。 同时，该线路处于不同势力的交界带，战乱频

繁，在唐末的安史之乱后，吐蕃占领了固原，这条

通道逐渐衰落。 随之而兴的是从长安出发，经平

坦的清水河谷地，经灵武、银川、青铜峡、中卫到武

威、张掖的北线路，也有经银川越过贺兰山到达张

掖的路线。 在途经西夏故地的北线路中，西夏故

地的几个重要城市都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而

存在，如固原、海原、银川、灵武、青铜峡、中卫、贺

兰山等。 尤以固原为代表，如固原博物馆藏希腊

神话风格的鎏金执壶、萨珊波斯金币、罗马帝国金

币等，这些都是远在万里之外的西方世界器物的

代表，证明丝绸之路曾在这里留下印记。

灵武窑的所在地灵武，古称灵州，除了丝绸之

路将灵州作为重要的商贸节点之外，唐代的“参天

可汗道”也将灵州作为重要的通道节点城市。 唐

代建立之后，为了漠北诸部落朝贡的便利，开通了

从北庭经回鹘牙帐、灵州、庆州到达长安的道路，

因唐时诸部族尊称唐太宗为“天可汗”因此这条

朝贡的道路也被称为“参天可汗道” ［２］。

灵州道在唐代一直持续发挥着重要作用。

唐末五代时期，原州陷落，萧关道被阻隔，灵州道

成为了通往长安的重要路段，在《宋史》的记载

中，灵州成为西通高昌至西域的重要节点，西域

各个使节也经此到达汴梁［３］１４１１１。 西夏立国之

前，为了发展与契丹之间的关系，同时也为部署

自己的军事战略，自其统治中心的兴庆府至辽国

上京开辟了直路。 《辽史·地理志》称：“河清

军，西夏归辽，开直路以趋上京。” ［４］５１５ 《西夏书

事》载：“自李氏归顺契丹，使介往来，特开迳路

以趋上京。” ［５］４２９直路的开辟，一方面解决了西夏

与辽之间的战略结盟，另一方面为西夏与辽之间

的贡赐、贸易提供了客观便利，同时也方便了西

夏对边境地区的军事管控。

西夏立国后利用“直路”干道及其支道构建

了四通八达的全国道路网［２］，这些道路不仅强

化了统治区域的权力存在，更为西夏发展本国经

济及手工业成品的流通和转运提供了基础设施。

磁窑堡、插旗沟、回民巷、塔尔湾等西夏的主要瓷

器生产地，都通过便利的交通串联在一起。

西夏的交通网络也成为瓷器外销的商路通

道，有学者认为草原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也

通过西夏的交通网络连接起来。 如卫月望认为，

吐蕃人假道西夏向契丹朝贡，遂形成了一条草原

丝绸之路———西南路，从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

巴林左旗南）出发，经南京（今北京）、西京（今山

西大同市）、夏国，直抵逻些城，翻越喜马拉雅山

即至今孟加拉湾，与海上丝绸之路接通［６］。 尽

管从实际意义上这条沟通草原与海上丝路的通

途实现有着诸多的困难，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西

夏的交通地位以及其作为商贸中转的优势条件。

除了陆路交通之外，西夏境内，黄河水道贯穿

其境，从水陆交通的通达性而言，方便了瓷器生产

中原材料的转运和产品的运输。 《辽史·萧蒲奴

传》记载，重熙十五年（１０４６ 年），辽兴宗征西夏，

西南招讨使萧蒲奴“以兵二千据河桥，聚巨舰数十

艘，仍作大钩，人莫测。 战之日，布舟于河，绵亘三

十余里。 遣人伺上流，有浮物辄取之。” ［４］１３３５辽军

进攻西夏皆动用水师，粮秣辎重全靠河道运输，足

见当时黄河水量之大与河床之深。 水运交通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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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反映在民用上便是成为促进贸易沟通的重要通

道，为沟通境内外贸易的发展提供了较为多样的

运输途径。

１．２　 贸易

贸易的发展是促进瓷器制造业发展的重要

因素。 建立在便捷交通下的贸易往来，除了实现

沟通有无的功能之外，更是考察一个区域生产生

活状况的重要依据。 考古视野下，瓷器生产制造

业的出现和繁荣，在人类学的视角表现为一种群

体性行为，这种群体性行为是必然的、紧贴社会

现实的，是通过与社会生活状况的深刻关联而实

现的。 从贸易环节考察西夏瓷器产生发展的条

件及基础，能够从侧面反映出瓷器生产的内部及

外部的基础因素和变化条件。

西夏草原丝绸之路贸易的发达，很重要的一

方面是国与国之间开展的外交活动中附带进行

的官营贸易活动。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４０５ 中

记载：“每一使至，赐予、贸易，无虑得绢五万余

匹。 归鬻之其民，匹五六千，民大悦。 一使所获，

率不下二十万缗……” ［７］同时，宋夏之间的榷场

往来也是西夏贸易的一种形式。 景德四年

（１００７ 年），宋朝在保安军设置榷场，“以缯帛、罗

绮易驼马、牛羊、玉、毡毯、甘草，以香药、瓷漆器、

姜桂等物易蜜蜡、麝脐、毛褐、羱羚角、硇砂、柴

胡、苁蓉、红花、翎毛，非官市者听与民交易

……” ［３］４５６３尽管其中涉及购买宋朝的瓷器，但从

西夏瓷器的发展进程来看，属于西夏瓷器尚未大

规模生产的早期。 随着瓷器发展进程的深入，技

术的进步，促使西夏瓷器在本民族政权内部有了

流通的物质基础。

宋夏交好时，中原王朝与西域的往来关系也

有所改善。 《宋史·夏国传》有记载，西域各国

“若天竺、于阗、回鹘、大食、高昌、龟兹、拂林等

国，虽介辽、夏之间，筐篚亦至，屡勤馆人” ［３］１３９８１。

说明西夏的兴起并没有阻断各国之间的贸易往

来，这些贸易往来促进了西夏瓷器发展，并为其

提供了一定的技术支撑和参考。 贸易的沟通从

来不是单纯的商业往来活动，更多的是不同地区

和族群的人在贸易活动沿线展开的一种文化上

的交流与沟通。 《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

（图 １）的碑铭中生动地描述了凉州的交通情况：

“武威当四冲地，车辙马迹，辐辑交会，日有千

数。”这种体量的贸易往来势必要在交流中发生

文化和技术的交流融合。

图 １　 《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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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夏统治者看到了丝路贸易的巨大经济利

益，并出台了一系列贸易制度来更好地管理往来

贸易。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他国买卖门》载：

“出使他国者往时，正副使、内侍、合门、官之卖

者、驾骆驼、侍马等所属之私物，及诸人所卖官私

物等，不许由官驼负之。” ［８］５６８《天盛改旧新定律

令·使来往门》又载：“他国来使，住于京师馆

驿，依官买卖，未住诸人不许随意买卖。” ［８］２９７

通过考察西夏境内贸易活动的发展状况，可

以了解西夏当时社会生活状况，探析西夏瓷器在

发展过程中的助推因素。 发达的贸易交通线为

西夏瓷器的生产、转运提供了较大的便利，同时，

途经的丝路贸易及宋夏、夏辽、夏金之间的官方

及民间贸易的存在，也为西夏瓷器制作技术的进

步提供了交流便利。

１．３　 人口与手工业

封建王朝时代，人口是社会基本的劳动能力

保障，从物质生产的角度而言，人口是创造一切

社会物质生产的基础，地区人口数量的变化可以

反映该地区生产生活的社会状况。 从手工业发

展角度而言，人口既是手工业发展的劳动力保

障，也是手工产品的使用对象；从生产销售的环

节来看，人口市场的体量直接影响着本地区手工

业的发展进步空间。 考量西夏瓷器生产发展的

影响因素，人口市场的大小和手工业发达程度也

是必要条件之一。

根据杜建录的推断，西夏人口在 ３０ 万户

（帐）以上、１６０ 万口左右，上限不超过 １８０ 万或

２００ 万口，下限不低于 １００ 万或 １２０ 万口［９］。 西

夏的疆域面积大约有 ６６ 万平方公里，我们按照

１６０ 万的人口数量来估算，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

度约为 ２．４ 人。 从地理环境来看，西夏境内的人

员主要居住在河西及宁夏平原一带，大部分的荒

漠高山地区人员稀少，因此人口的密度会呈现出

一个相对集中的状态。 宁夏平原的兴庆府（银

川）、灵州（灵武），河西一带的武威等地都是西

夏的人口聚集区，而这些地方也都存有瓷器生产

的窑场遗址，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瓷器生产与人口

聚集区紧密相关。

但人口数量并非固定不变，作为一个从游牧

民族成长起来的政权，对于人口的需求是十分迫

切的。 西夏的统治者为了增加国境之内的人口

数量，除了自身的自然增殖之外，更多的是采用

战争手段俘获劳动力。 西夏军队中有专以俘掠

人口为职责的“擒生”。 西夏统治者曾用“脆怯

无他伎者，迁河外耕作，或以守肃州” ［３］１４０２９。 甘

肃省武威市西郊林场发现的两座西夏墓题记中，

就明确指出了两位墓主人的祖籍是彭城（今江

苏徐州市） ［１０］。 一定程度上佐证了西夏统治者

对“无他伎者”利用的记载。

可见，西夏政权在战争中的主要职责除了单

纯的对外扩张外，更多的是通过多途径的方式来

提升本国的人口数量和质量，对于掌握手艺的俘

虏而言，更是利用其优势来发展本国的手工业。

由于文献资料较少，通过现有文物资料考察

研究西夏历史和手工业发展形态，只能获得局部

的了解，将瓷器的生产发展放在整个时代和社会

的大背景下来考察，可窥见西夏瓷器生产的起源

及发展状况。

农业生产力水平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依

赖，能够很好地反映出西夏生产力发展的水

平。 西夏的统治范围主要位于今天的河西走

廊及河套平原一带，有大片的良田。 从考古资

料来看，犁铧、犁镜、锄等西夏农具与中原当时

的农具基本一致或十分相似，这是党项人在农

业生产的过程中学习宋代农业技术的结果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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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耕稼之事，略与汉同” ［５］４１９，说明西夏境

内的农业生产水平并不低。 “国人赖以为生

者，河南膏腴之地” ［５］５１７，兴、灵二州是西夏的

粮食主产区。

西夏版图内的汉族人口分布较多，东部的

黄河两岸、无定河流域和河西走廊为三大聚居

地区，主要以农业、手工业、经商为主［１１］。 从汉

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说，据杜建录推断，

“汉族人口约占西夏总人口的 ２０％左右。” ［１２］

这一时期移入的人口和河西原有的汉族人口

都有较大的增长，为西夏河西地区的经济发展

作出了重要贡献。 贺兰山苏峪口瓷窑遗址发

现的釉封匣钵口的烧装方法［１３］，是首次在浙江

上林湖以外的地区发现，证实了这种人口和技

术的迁移。

此外，战争导致人口和工匠的被动迁移也是

西夏瓷器发展壮大的重要因素。 元灭宋后，也曾

在江南搜罗十万余户工匠：“伯颜帅师伐宋……

籍江南民为工匠凡三十万户，惠选有艺业者仅十

余万户，余悉奏还为民。” ［１４］ 西夏作为地处西北

的民族政权，想要迅速发展本国的制瓷技术，依

赖外来工匠也是快速提升生产能力的途径之一。

嘉祐七年（１０６２ 年），夏毅宗谅祚曾派遣使臣向

宋朝廷乞取国子监所印书、释氏经、译经僧、幞

头、工人、伶官等，宋朝皇帝拒绝了赐予译经僧、

工人、伶官的请求［１５］。 而乞求的这些“工人”就

有可能是制瓷人。 宁夏磁窑堡的发掘研究显示，

磁窑堡瓷器技术的发展是一个借鉴相邻地区瓷

器生产技术的过程，这一点从西夏瓷器所使用的

开光装饰方法可以看出，显然是受到了磁州窑系

的影响［１６］。

在政府的管理体制上，西夏统治者也为促进

手工业的发展制定了专门的掌管机构和生产准

则。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司序行文门》中记载

了明确设立的工院有刻字司、作房司、织绢司、作

首饰院、铁工院、木工院、织工院、砖瓦院、出车院

等［８］２６４。 又记载曰：“三种工院：北院、南院、肃

州。” ［８］３６３其中，肃州工院就是专门管理河西地区

的手工匠作行业的管理机构。 据史金波分析，甘

州地区也应有边工院且至少有两个下等司机构：

甘州城司、北院边工院；北院工院也为下等司，派

一正、一副、二承旨等四人［８］３７０。 在生产法则上，

西夏统治者对于瓷器的生产制作也有着较为明

确的规定。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物离库门》明

确规定：“陶器皿因损，百中可耗减十。” ［８］５４９ 这

样就从管理机制上实现了各个区域的手工产业

的管理和消耗的准则。

从有关西夏手工业的研究资料［１７－１８］ 来看，

西夏的手工业生产存在着官方经营和民间经营

的状况，其中官营手工业带有一定的特殊性，其

产品的主要供给对象是皇室贵族等阶层，而民间

经营的窑口主要销售对象是普通大众。 西夏瓷

器窑口中，新发现的苏峪口最符合官窑性质，而

灵武窑则二者兼具。 西夏管理机构将工匠划分

为官人匠和民间匠，官人匠是因为世代传习、罪

犯转变、战争俘虏、掠夺等方式获得，而民间匠则

是民间的个体工匠［１９ ］。 西夏《凉州护国寺感通

塔碑》结尾处不仅列有书写碑文及监修官员的

姓名，还列有工匠姓名，说明西夏有一技之长的

手工生产者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１．４　 矿产

从西夏瓷器生产技术的发展情况可以看出，

西夏与中原有着密切的技术交流和文化往来，但

是社会条件的成熟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更重要

的一方面是制瓷业发展的物质条件。 西夏窑址

的产生有着客观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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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煤炭为例，宁夏煤炭资源分布广，储量丰

富，品种齐全，煤质优良，埋藏较浅，水文地质条

件简单，便于开采，大约在北宋、西夏时期就有煤

窑［２０］。 以灵武为例，其煤炭资源丰富，已探明储

量 ２７３ 亿吨，占宁夏探明储量的 ８０％以上［２１］。

煤系露头处的高岭石质泥岩可以用作制瓷原料。

史料中关于灵武窑烧造瓷器所用的原料的使用

与开发虽然仅有零星记载，但也直接反映了西夏

瓷器的发展是建立在丰富的矿产基础之上的。

明代胡汝砺撰、管律重修，２０１３ 年出版的《嘉靖

宁夏新志》中提及：“磁窑山，州东北六十里，为

陶冶之所。” ［２２］１９３磁窑寨，“城周回二百一十丈，

南门一。 旧有守御官一员，汉中卫备御官军一百

二十员名。 正德初，以其非要冲之地，徒事糜费，

乃撤之。 今止庆府窑匠军余四十余名，并各处陶

器者十余人居焉” ［２２］２０２。 虽然记载的时期与西

夏时期相距甚远，但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西夏瓷器

的发展壮大除了手工技术的支撑外，更多的是建

立在丰富制瓷原料的基础上。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年，贺兰山苏峪口西夏瓷窑址

除发现了保存好、结构完整的古代制瓷作坊之

外，窑场周边的山坡同步发现了瓷土矿、石英矿、

石灰矿等诸多采矿遗迹［１３］。 从位置上来看，苏

峪口遗址位于贺兰山煤矿带，这些瓷土矿和煤矿

都是与瓷器生产直接相关的产品。 同时，采矿坑

与瓷窑遗址同步发现，在我国已发现的瓷窑遗址

中较为少见。

２　 西夏瓷器产生的组织形态

２．１　 产品类型回溯组织形态

西夏瓷器的生产技术受到了中原等地瓷器

制作技术的影响，但从瓷器的整体风格上来看，

西夏瓷器形成并保持了西夏政权的风格特点和

要素。 尽管关于西夏瓷器窑厂生产制作等诸多

环节的资料较为缺乏且难以还原，但结合《宁夏

灵武窑》 ［２３］ 《西夏瓷器》 ［２４］ 《宁夏灵武窑发掘报

告》 ［２５］等的研究内容和内蒙古、宁夏、甘肃等地

的窖藏遗址遗迹发现，中原地区所见的瓷器类

型，西夏瓷器基本都有涉及，主要包括饮食器

（碗、盘、钵、杯、罐、瓮、壶、瓶、盏等）、宗教用品

（炉、佛像、念珠、法器等）、生产用品（瓷钩、瓷

铃、纺轮等）、娱乐文房（砚台、砚滴、棋子、骰子、

埙、腰鼓等）、建筑材料（板瓦、瓦当、迦陵频伽

等）、军事用品（蒺藜、弹丸等）等。

生产范围将日常生活的吃穿住用行全部囊

括其中，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夏境内现实生活中

对瓷器的依赖。 并且，这种类型多样、需求量大

的瓷器必然是需要数量较大的工匠同时配合生

产。 目前没有有效的资料来直接表明西夏瓷器

的生产组织所包括的程序，但可以以成熟的生产

形态作为参考，来估量西夏瓷器的生产组织模

式。 ２０２１ 年面世的宁夏贺兰县苏峪口西夏瓷窑

遗址中，在作坊区内，发现了辘轳坑、釉料缸、灰

坑等遗址，这些遗址内生产遗迹十分明显，从遗

址内的矿坑到生产区域，整个过程包含采矿、粉

碎、贮存、拉坯、上釉、晾坯、烧成等一系列完整的

制瓷工序［１３］。 从具体的生产环节来看，生产过

程所需要的人员配置也是较大的。 按照瓷器生

产的工艺流程，仅仅做坯环节所需要的人员就包

含了挑坯工、装坯工、做坯工（其中又细分为做

坯工、印坯工、利坯工、挖坯工、刹合坯工、打杂

工）、画坯工（又细分为画坯工和混水工）等，每

一个生产环节背后都是一个完整的生产系统，各

自相互配合，同时加上燃料原料的运输及生产销

售环节，人员的数量就更大。 由此可见西夏瓷窑

生产所需的人员数量规模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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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从窑口附近的遗存来看，也能较为准

确地反映出那个时期西夏瓷器生产的规模。 灵

武窑窑址南北长约 ８００ 米，东西宽约 ４００ 米，在

遗址附近的文化层堆积层最薄处 ２ 米、最厚处 ４

米［２６］。 相距数公里外的回民巷窑瓷片遗址，在

东西长约 ４００ 米、南北宽约 ２００ 米的范围内，散

落着大量的瓷片［２７］。 此外，２０２０ 年苏峪口遗址

发掘中，清理出 １３ 座窑炉、面积近 ４ 万平方米的

烧造遗址，出土瓷片 ４７ 万片之多，烧装窑具达到

２．４ 余万个，还有附近一起出土的烧窑所需的瓷

土、石英、煤炭等原料及燃料矿坑遗址［１３］，这些

制作工序，加之同步开展所需要的采矿和采煤工

人的配合，所需人力数目庞大，且必须组织建立

起程序规范、流程合理的组织体系，才能保证生

产的有序进行。

２．２　 产品标识对组织形态的反映

基于文献资料较为缺乏的情况，从组织形态

去考察西夏瓷器窑口的生产状况，可以大致还原

出其组织形态和生产规模，但要更进一步地分析

西夏瓷器生产的社会状况，构建起西夏瓷的组织

形态，还必须从生产的最终形态———产品上着

手，进行深入的考察和研究。 对产品的考察和研

究，一方面可以有效地反映当时社会生产生活状

况的要素，另一方面可以反映当时瓷器产品的生

产和销售状况。

灵武回民巷窑采集的瓷片中有“东平王衙

下”（图 ２）、“三司”等字样，苏峪口瓷窑遗址中发

现有“官”字款匣钵（图 ３），“东平王”和“三司”都

属于西夏统治的政权机构。 由此可以推断，西夏

地区官府用瓷和民间用瓷呈现出不同的生产形态

和工艺流程，所需的人力资源呈现出差异化。

在出土的瓷片中，有大量具有民间用瓷属性

的铭文。 如目前可确认的单字有“陈”“李”“唐”

图 ２　 “东平王衙下”瓷片

图 ３　 “官”字款匣钵

“杨”“兴” “也” “记” “义” “院” “圣” “相” “五”

“香”“十”“风”等（图 ４），双字有“年四”“王孟”

“有馆”“李五”等，三个字及以上的有“谢南朝”

“焦宏宗”“卢吕三”“天下夫”等（图 ５）。

此外，还有带有显性生产信息的铭文。 如

“税僧”（图 ６）、“三十吊五十串”（图 ７）、“赵家

罗”“泾州西街巷张张税” “二十七个” “三月二

十日” “光定四年四月卅日郭善狗家瓮” （图

８）、“ 斜毁发 酵 有 伤 下 速 斜 小” “ 第 五 号 瓷

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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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含有单字信息的瓷片

图 ５　 含有多字信息的瓷片

　 　 从西夏瓷片上可见的单字及姓名铭文来看，

这些信息的刻写应该为当时订件人所定制的货

物，制作者在生产过程中为了区分而留下的标

记。 从这些字表现出的信息来看，订件人的身份

和职业分布较广，生产基数较大，一定程度上反

图 ６　 “税僧”瓷片

图 ７　 “三十吊五十串”等瓷片

映出西夏瓷器拥有完善的生产模式和兴盛的生

产状况。

而那些较为显著的信息，则能够更加清晰地

反映出西夏瓷器生产的数量、具体的要求、销售

环节等信息。 如“税僧”显示出瓷窑的生产与寺

院的直接关系。 西夏陶瓷的生产中有大量的产

品是与佛教寺院息息相关的。 如目前可见的瓷

塑金刚力士（图 ９）、金刚杵、如意轮（图 １０）、擦

擦、念珠、迦陵频伽等。 “三十吊五十串” “二十

七个”则可能显示出同类型瓷器或者同一批次

的瓷器依据订货人的需求所要生产的具体数量。

“泾州西街巷张张税”“光定四年四月卅日郭善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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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光定四年四月卅日郭善狗家瓮”瓷片

图 ９　 瓷塑金刚力士

图 １０　 金刚杵、如意轮

家瓮”（泾州指今天甘肃泾川县，光定四年四月

三十日是指 １２１４ 年西夏神宗李遵顼统治时期）

则直接表明了具体生产时间和订件人的姓名、详

细地址和器物类型。 “斜毁发酵有伤下速斜小”

“第五号瓷瓮”等信息则显示，西夏的瓷器生产

既有数量的叠加又有质量上的把控，对于不合格

的产品，需要标示出具体的问题所在，并表明最

终的处理结果。 同时，“第五号瓷瓮”则表明西

夏的瓷器生产按照不同的器型类别进行严格的

管理，这也深刻地显示出西夏的瓷器生产已经有

了较为严格的生产销售规范，不仅对各类器物的

型号大小有编码，更是对损坏或者失败的器物有

了明确的销毁规范，证明西夏瓷器的生产有了较

规范的组织形态。

３　 结束语

瓷器的生产制作属于手工技艺的行列，作为

物质实体的西夏瓷器，深刻反映了西夏社会的生

产生活状况。 西夏瓷器的实物个体虽然能够表

述出社会历史信息，但想要进一步还原生产环节

的信息要素，必须将西夏瓷器放在历史的时空中

去研究，进一步还原它的生产要素和制作、流通

过程，对历史研究有效还原，也是对考察西夏瓷

器生产文化信息的有效追溯和还原。

通过对西夏社会环境及资源分布等情况的

分析发现：第一，西夏瓷器的产生、发展得益于本

地丰富的矿产资源和便利的交通，他们共同助推

了西夏瓷器的发展，并为其生产和销售提供了条

件保障；第二，西夏瓷器的生产是借鉴了中原及

相邻地区的生产工艺，且在生产过程中有外地技

术工人的加入；第三，西夏瓷器的生产有着完整

的技术和工艺形态，从灵武窑到回民巷再到武

威、苏峪口，出土的瓷器、文字等信息都表明西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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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器生产在原料获取、器物制作、生产销售、生产

损耗、数量统计等方面都有比较规范的组织

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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